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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合理负担与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
基层征收秩序的确立

∗

李叶鹏

内容提要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长期发展，在财政上主要依赖农村地区。 从 １９４０ 年到

１９４２ 年，太行、太岳根据地政府以整理合理负担为契机，深入乡村构建新的征收机制，确
立起基层征收秩序。 在整理工作中，根据地政府充分动员干部群众，将工作落实到每一个

村，在两根据地形成了整理合理负担的热潮。 而新发现的账本材料也证明，新的基层征收

机制运转良好，整理合理负担运动收到了成效。
关键词　 根据地　 基层财政　 合理负担　 征收秩序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敌后艰苦的环境中站稳脚跟并迅速发展壮大，为最终夺取革命的胜

利奠定了基础。 在自然资源匮乏、经济落后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能有效汲取资源，支撑起行政

和军事体系的运转，不得不说是财政史上的一个奇迹。 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工作，最关键的环节在农

村。 对此，曾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戎伍胜回忆说：“因为抗日革命根据地处在敌人包围封

锁之中，而战争又是持久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财政收入按照国民党统治区征税的办法不行

了，按田赋摊派更不合理，必须把财政收入重点放在乡村，必须合乎农村各阶层生产、收入的

情况。”①

早期的根据地财政研究着重于勾勒根据地应对财政危机、建立各项制度的主要线索②，视角偏

宏观，对于根据地财政工作真正的着力之处，即基层财粮工作，论述比较简略，没能体现出农村工作

的复杂性。 近年，随着革命史研究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创新与深入，根据地基层财政的问题引起学

者的关注。 周祖文的一系列文章从公粮和统一累进税的征收入手，展现了各根据地财粮工作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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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明清华北乡村经济研究及清华馆藏民间文书数据库建设”（１８ＡＺＳ００２）和清华大学

自主科研计划文科专项项目“清至民国华北财政与金融问题研究———以清华馆藏契约文书为中心” （２０１９ＴＨＺＷＪＣ４０）的阶段性

成果。
戎子和：《晋冀鲁豫边区财政工作的片段回忆（四）》，《财政》１９８４ 年第 ４ 期，第 ４１ 页。 戎子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用

名戎伍胜。
如戎子和《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简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

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赵秀山：《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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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环境以及中共采取的策略，其中关于基层征收工作有十分细致的论述。① 李淑蘋深入研究了晋

察冀根据地的公粮征收、存储和开支体系，探讨了基层村庄在公粮制度中的角色。② 冯小红则利用

新发现的账本材料，以河北省涉县甘泉村为中心，对全面抗战初期根据地农村的赋税征收和农民负

担情况作了微观、定量的研究。③
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关注整理合理负担与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基层征收工作的演

进。 “合理负担”是全面抗战开始后阎锡山在山西推出的新税种，其主要原则是“有钱出钱，有力出

力”，“钱多多出，钱少少出”。 因其累进负担原则与中共一贯的经济主张相符，合理负担也被山西

各根据地采纳，成为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 但在早期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合理负担的税则没能得到

根本贯彻，征收工作相当混乱。 为此，从 １９４０ 年开始，太行、太岳根据地政府对合理负担进行了整

理，并以此为契机，建立了新的基层征收机制，使基层财粮征收从混乱走向有序。
整理合理负担对根据地的巩固具有重要意义，但学界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周祖文和唐海华对

晋察冀根据地的合理负担改革有详细的分析④，至于太行、太岳根据地则鲜有专门论述。 关于合理

负担的整理工作，根据地各级政府留下了大量工作指示和总结报告，可以借此还原事件的基本线

索。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的一批全面抗战时期村公所账本，是目前少见的直接反映根据地基层财

政状况的材料，其中各种财粮征收的记录，可以用来检视整理工作在基层的实效。 本文综合考察官

方文献和基层账本，在厘清整理工作经过的同时，展现太行、太岳根据地深入农村的工作方式，并对

其效果做出实证检验。

一、 财政建设大局下的征收工作

１９３７ 年末，八路军一二九师开赴晋东南，在太行、太岳山区创建根据地。 １９３９ 年日军占领白晋

路后，太行、太岳根据地被分隔，但两地的联系一直十分紧密，工作步调也比较一致。 根据地创立之

后中共多次击退敌人进攻，并开展改造政权、发动群众等各项工作，但在财政事业上并无太多建树，
特别是征收工作的混乱，在农村造成了很大负面影响。 能否切实扎根农村，建立稳定、合理的征收

机制，关系到根据地政权的存亡，因此在 １９４０ 年后，改进农村征收工作成为财政建设的中心环节。
（一）早期征收工作的混乱及其影响

从根据地初创到 １９４０ 年黎城会议召开前，太行、太岳根据地的财政工作并未完全走上正轨。
山西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李一清在 １９４０ 年指出，根据地“过去一般忽视了财政经济

建设工作，因此在财政经济建设上表现零乱，各自为政无计划、无系统、缺乏组织性”。⑤ 在艰苦的

抗战环境中，根据地政府健全了财政机构、废除了一些苛捐杂税，但是这些成绩难以掩盖根据地财

政建设上的不足。 根据李一清的总结，这一时期财政工作有四个方面的缺点：１􀆰 “了解政策不够，
把握政策不紧，运用执行政策，在部分地方变了质，对政策不能坚持贯彻”；２􀆰 “没有制度，各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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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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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周祖文：《封闭的村庄：１９４０—１９４４ 年晋西北救国公粮之征收》《“不怕拿，就怕乱”：冀中公粮征收的统一累进税取径》《动员、民主

与累进税：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之征收实态与逻辑》，分别刊登在《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１ 期、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２０１５ 年第４ 期。
李淑蘋：《试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救国公粮制度》，《晋阳学刊》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第 ９３ 页。
冯小红：《全面抗战初期“财政无政府”状态下的赋税征收和农民负担———以 １９３８ 年涉县甘泉村为中心的考察》，《近代

史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１１６ 页。
周祖文：《“不怕拿，就怕乱”：冀中公粮征收的统一累进税取径》，《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第 ４３ 页；唐海华：《走向

现代国家：晋察冀边区合理负担改革中的权力构建》，《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第 ５８ 页。
李一清：《从太北财政经济建设中巩固太北抗日根据地》（１９４０ 年 ７ 月 １ 日），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

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 １ 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２０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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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上下脱节，贪污浪费普遍发生”；３􀆰 “财政经济建设，完全与群众脱节，在安定民生、发扬民力、发
展国民经济上，作的非常不够”；４􀆰 “没有长期持久的观点，完全表现抓一把，自流主义，赚钱第一，
建设第二”。① 可见此时两根据地对于财政建设并未予以足够重视，在贯彻中央政策的层面也十分

不够。 而财政建设上的不足，在征收工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合理有序的财粮征收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民生政策和统战政策的基本要求，事关抗日根据地

的长期存续，但是太行、太岳两根据地征收工作的实际情况却与政策原则相违背。 根据后来太行区

经济工作路线检查会议上的总结，１９４０ 年之前“不知道正确的运用政策建设财政工作去保证供给，
结果使得军队不得不采取直接乱没收汉奸财产与向少数大户之捐借解决供给”，“在进步力量掌握

政权的地方，不知道统筹统支，通盘筹划，不知扩大负担面，实行真正的合理负担，也只是偏重向少

数大户摊派的办法，和多设税卡征收过境税的临时办法，缺乏长期着眼，节约民力”。② 这段话概括

了当时征收工作中的种种乱象，一则军队参与征收，征收主体混乱；二则政府税收不从长期着眼，税
制不稳定、不合理。 而其中提及的“合理负担”，正是当时征收最为混乱的一个项目。

合理负担实行累进税制，税则中按财产情况把村分为 １１ 等，户分为 １９ 等，各村各户按照等级

交纳负担款，特等户则由县单独摊派。③ 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税则很难得到推行，合理负担往往

不太“合理”：“有的县是口头空喊，实际没做，有的县是拿‘合理负担’之名仍行摊派，有的县就死板

板的按办法推行下去，这样一来，就把负担不是一般化的平均摊派，就是把人户截然分成两段，形成

了严重的‘富户捐’。”④更为严重的是，合理负担“征收无定额，无定制，无定期，县区村都可征收，
军政民都可征收，一年四季都可征收，结果成了扰民的苛杂”。⑤

以合理负担为代表，混乱的征收工作虽然短时间内解决了根据地供给上的困难，“但影响阶级

关系不好，降低了生产情绪，富人不满，中等户不敢向上发展，消耗很大，浪费很多，妨碍了发展，影
响军民团结”，以至于 １９３９ 年十二月事变后，根据地“粮食供给严重困难，几乎吃不到饭。 经济衰

落，市场萧条，物价暴涨”。⑥ 无序的征收，伤害了农村统一战线的形势，严重影响到根据地的经济

民生，也不符合中央以及北方局所规定的根据地财经政策。 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杨尚昆在《华北党目前的

任务》中即指出，要贯彻改善民生政策，推进负担的公平合理，以扩大和巩固农村的统一战线，同时

努力开展生产，为抗战提供物质保障。⑦ 这种意见在太行、太岳根据地面临困境的时刻，成为领导

班子的共识，从而推动了根据地财政经济建设的变革。
（二）合理负担与根据地财政建设的破局

１９４０ 年的黎城会议是太行、太岳根据地，也是晋冀鲁豫边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 会上

全区统一认识，提出建军、建党、建政三大建设的任务，各根据地开始彻底执行中央的各项政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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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清：《从太北财政经济建设中巩固太北抗日根据地》（１９４０ 年 ７ 月 １ 日），《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料

选编》第 １ 辑，第 ２１３ 页。
王兴让：《关于太行区经济工作历史初步研究的总结》（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９ 日），《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

编》第 １ 辑，第 ３７８ 页。
戎子和：《晋冀鲁豫边区财政工作的片段回忆（四）》，《财政》１９８４ 年第 ４ 期，第 ４１ 页。
戎伍胜：《三年来太行区施行合理负担政策的检查与总结》（１９４３ 年 ９ 月 １ 日），《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

料选编》第 １ 辑，第 ９２２ 页。
李一清：《从太北财政经济建设中巩固太北抗日根据地》（１９４０ 年 ７ 月 １ 日），《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料

选编》第 １ 辑，第 ２１５ 页。
王兴让：《关于太行区经济工作历史初步研究的总结》（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９ 日），《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

编》第 １ 辑，第 ３７８ 页。
杨尚昆：《华北党目前的任务》（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 １ 辑，第 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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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逐渐走上正轨。 作为建政的中心工作之一，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在 ７ 月的太行区北部财经扩

大会议（以下简称“太北财经会议”）上迎来转折。 会议由当时山西省第三行政主任公署和冀南、太
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以下简称“冀太联办”或“联办”）筹备处主持召开，集中了太行根据地主

要的财经工作者。 会议反思了过往财政经济工作的种种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基本的财政经济

政策，统一各级财经干部思想，为财政经济的建设做好了准备。① 李一清在会议中指出根据地财经

政策应当遵循三个原则：１􀆰 依靠广大群众，安定民生、发扬民力、发展生产；２􀆰 自力更生，坚持对敌

斗争和长期抗战；３􀆰 调剂各阶级利益，发扬统一战线精神。② 从基本的原则和政策出发，会议提出

了当时财政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主要包括整理合理负担、建立财政制度等环节。
前一时期混乱无序的财粮征收，与根据地发展的基本原则不符，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太北财

经会议后，根据地明确了财政建设的总体路线方针，干部群体也意识到财政事业必须走向正规化、
制度化。 在此背景下，改进征收工作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太行、太岳根据地选择整理合理负担作为

突破口，希望通过彻底推行合理负担调查评议制度，打开征收工作的新局面。 从 １９４０ 年开始，在将

近三年的时间内，整理合理负担在两根据地总体事业的布局中都处于重要的位置。 如 １９４２ 年边区

副主席戎伍胜指出：“财政经济建设是我边区今年首要的一项中心工作。 在这一总的方针之下，太
行区已把合理负担资产、收入的调查评议工作，作为今年第一期的中心工作计划，我认为这个确定

是完全正确的。”③太岳区 １９４２ 年的报告提及：“财政上的决定，关键在于合理负担的彻底进行，一
切财粮工作有赖于此。”④晋冀鲁豫边区在 １９４７ 年总结财经工作历史时也提到：“在山地贯彻合理

负担评议及反隐瞒斗争上，当时是发动群众的主要斗争。”⑤其中“山地”指太行和太岳两个根

据地。
在整理合理负担中，根据地政权有两项基本诉求：
第一，推动负担政策公平化、合理化，使合理负担能够切实按照资产、收入累进征收。 为此，冀

太联办在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参照《晋察冀根据地县村合理负担摊款办法》，规定了新的合理负担办法。
相比旧的合理负担税则，新办法的税则扩大了负担面，规定农村 ８０％的人民需要负担，而非仅仅将

负担加于少数富户；同时修改了累进率，使各收入阶层的负担比例更加合理。 为了奖励生产，新办

法还提出资产、收入分开负担，工商业另行负担等规则。 而在实际工作中，根据地还要求基层干部

进行详细调查，并发动民众进行民主评议，力求贯彻新税则的精神。
第二，在基层建立稳定、有序的征收制度，从而保障财政供给，维持根据地长期发展。 在山区艰

苦的抗日环境下，太行、太岳根据地财政工作的重点在于制度，如支出上实行供给制，限制人员编

制、规定供给标准；财政管理上实行预、决算制度，审、会计制度，金库制度；粮食方面实行粮库制度

和粮食支付制度等等。 这些制度都是 １９４０ 年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反映了根据地财政建设的基本

思路。 在征收工作上，根据地同样谋求建立一套制度，将财粮征收融入政府运转和农民的日常生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太北区财经扩大会议总结》 （１９４０ 年 ７ 月 ７ 日） ，《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 第 １ 辑，第

２３１—２３２ 页。
李一清：《从太北财政经济建设中巩固太北抗日根据地》（１９４０ 年 ７ 月 １ 日），《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料

选编》第 １ 辑，第 ２１７ 页。
戎伍胜：《合理负担调查评议中的几十个问题与偏向》（１９４２ 年 １ 月 ２６ 日），《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料

选编》第 １ 辑，第 ８５４ 页。
《太岳区一九四二年一月至六月半年财粮工作总结》（１９４２ 年 ６ 月），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太岳革命根据地财

经史料选编》下册，山西经济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９６４ 页。
晋冀鲁豫财经办事处：《晋冀鲁豫的财政经济工作（选录）》（１９４７ 年 ５ 月），《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

编》第 １ 辑，第 ３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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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如李一清在太北财经会议上讲道：“合理负担由统计调查经过评定分数到正式征收，是一个复

杂的过程，同志们一定要耐心的进行，要注意一切细小的问题，建立一种新的制度，不是容易的，我
们一定要把合理负担搞好，打下将来工农商业所得累进税的基础。”①太岳根据地第九专署在 １９４１
年的合理负担工作总结中也提出：“我们为了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战争的胜利，各种事业的建设和

冲破敌人军事与经济封锁，在财政上势必要有计划的建立健全统一的财政征收制度，才能支持长期

敌后抗战。”②

总之，在认识到既往财政工作的严重不足之后，根据地党政班子制定了新的财政经济方略。 整

理合理负担，关涉根据地建设的基本方针，需要深入基层、建立制度，需要全新的工作作风，因而成

为根据地财政建设开局阶段的一个抓手，成为破局的关键。

二、 整理合理负担工作的展开

税收是长久以来农民与政权最重要的联系渠道，当农民认同一项税收及其征收程序时，也隐含

了对于政权的认同。 因此整理合理负担不仅在建构基层征收体制，也在改变着农民对于抗日根据

地政权的态度，这一工作的复杂程度超出了普通财政工作的范畴。 在工作开展之初，根据地政府面

临着显著的困难，农民根本不了解复杂的合理负担规则，对于中共也并非一开始就信任。 那么太

行、太岳根据地如何克服这些困难？ 以下将展现合理负担工作开展的过程，特别是根据地政府深入

乡村、建立征收制度的过程。
（一）整理工作的启动

１９４０ 年 ７ 月太北财经会议后，整理合理负担在太行、太岳根据地逐渐启动。 冀太联办于同年 ９
月颁布了新合理负担条令，联办副主任戎伍胜于 ９ 月 １８ 日发出《加紧进行合理负担走上统一的所

得累进税》的号召，鼓励各地区彻底整理合理负担。③ 与此同时，联办财政处出台下属各县 １０—１２
月工作计划，其中对太行、太岳根据地内五个专区（冀西、漳北、太南、太北、太岳）的合理负担工作

做了详细部署，要求各县限期进行民户资产和收入的调查评议，算出各村每一户的合理负担分数，
按照分数摊派合理负担款项，并最终完成征收。④

太北财经会议除了讨论财政建设的路线和方向，对于如何切实组织财政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

求：第一，贯彻到底，广泛深入动员。 工作开始前要充分动员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并在农民中展开深

入的宣传教育。 第二，集中使用力量，密切配合与统一。 干部要适当分配，把主要力量放在中心工

作上，同时推动其他工作。 第三，深入检查，全面帮助基层。 县级干部应深入每一个村，具体领导、
帮助，及时纠正基层干部政策执行中的偏向。 第四，彻底转变工作作风，使财政经济工作成为广大

群众的政治运动。 要求干部转变官僚作风和强制命令的方式，一切工作面向村、面向群众，一切要

经过政治动员。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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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清：《从太北财政经济建设中巩固太北抗日根据地》（１９４０ 年 ７ 月 １ 日），《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料

选编》第 １ 辑，第 ２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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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伍胜：《加紧进行合理负担走上统一的所得累进税》（１９４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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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辑，第 ５７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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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叶鹏 ／ 整理合理负担与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基层征收秩序的确立

整理合理负担作为根据地财政建设开局期的关键，正体现了这些新的工作方式。 在实际工作

中，因政权基础与干部力量强弱等客观条件的差异，各地对于新作风的贯彻力度差别很大，但以上

四点基本可以概括合理负担工作的总体风格。 对新作风的强调，意味着根据地政权希望把整理合

理负担做成一场席卷根据地上下的群众性运动，为之后的财政建设打下基础。
在联办的部署下，１９４０ 年两根据地各专区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工作。 但各地此前未开展过如此

规模的财政建设运动，很多基层干部不了解合理负担政策，也没有完全领会上级的工作精神，加上

很多地区政权未经改造和战争影响等原因，工作开展的第一年，效果并不理想。 从几个地区的执行

情况看，漳北区经过整理，“合理负担办法已深入人心，胡乱摊派的思想已基本上结束了”，不过在

工作方式上，“由于在干部间的动员不够，群众间的宣传、解释不够，以及与其他中心工作同时并

进，未能使合理负担的调查评议工作形成全区性的广泛群众运动”。① 太南区“对合理负担执行得

差，不能用最大努力耐心地宣传解释，周密地调查，终以为麻烦，所以各县不能切实按照定分来分配

摊款数目，而是带了一些摊派性质”。② 太岳区目前未见详细报告，但据 １９４２ 年的回顾，“前年

（１９４０ 年）开始实行工作较差”。③
整理合理负担在两根据地切实展开是在 １９４１ 年的重点整理工作过程中，而真正在全区形成热

潮，普遍收到效果，则要到 １９４２ 年第三轮整理的时期。 为了更深入地分析整理工作如何在县级以

下展开、如何深入农村社会，下文以太岳根据地第九专署为例，详细论述工作的各个环节以及专署

领导工作的方式。
（二）第九专署 １９４１ 年的合理负担工作

１９４１ 年 ８ 月冀太联办改名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太岳根据地的行政区划也随之调整，原先的太

岳专署在 ９ 月改为太岳行署，其在岳北地区的第三办事处也在 １１ 月改为晋冀鲁豫边区第九专署。
第九专署 １９４１ 年的合理负担工作分为两个阶段，在太岳行署成立之前，当时的第三办事处将整理

的重点放在沁源县，而行署成立之后，沁源县改为行署直接管辖，第九专署将主要力量投入到了绵

上县的整理工作上。
１􀆰 标准分数与调查评议

１９４１ 年 ９ 月，岳北各县按照晋冀鲁豫边区统一的部署，以县为单位开始了整理合理负担的工

作。 当时计划在政权比较巩固的根据区进行彻底的调查评议，而对于游击区则只要求按估计方法

算出负担数字。 此时的第三办事处把力量集中放在沁源县的整理工作上。
在整理工作开始前，第三办事处认为“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上一般说来还不能克服村干部集体

包庇和隐瞒的现象。 所以在八日财政科科长会议上，对合理负担分数每县预先决定一个适当数目，
作为进行的标准分数”。 具体到沁源县的情况，办事处估算全县人口 ４００００ 人，农业工商业等总收

入 ８９１５２００ 元，每人平均收入 ２２２􀆰 ８８ 元，对照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制定的合理负担累进表，则每人应

负担分数 ４􀆰 ９ 分，全县应负担分数 １９６０００ 分，但是按照新的合理负担条例，全县共有 ８０％的民众需

要缴纳负担，经折算得出该县标准分数为 １７６４００ 分。④ 这一标准分数于是成为沁源县合理负担工

作的核心目标，第三办事处需要充分动员县内的区干部和村干部，彻底调查评议民户的资产和收

入，争取实际算出的负担分数接近标准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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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工作的落实，克服各村的本位主义思想，全县的标准分数要进一步分配到每一个村。
为此，第三办事处召集全县各区干部开会，对每个村的经济情况和负担能力都做了详细评估，以确

定各村在全县应当承担的负担份额，并据此拟定该村的标准分数。 经过激烈的讨论，每一个村都被

赋予一个标准分数。 如沁源第二区各村的情况是：柏子村 ５９４０ 分、下兴居村 ２９７０ 分、王庄村 ２９７０
分、第一川村 ２９７０ 分、李成村 ２６７３ 分、李源村 ２１７８ 分、上兴居村 ２０７０ 分、王龙川村 ２０７９ 分、上庄

村 １９８０ 分、下庄村 １８８１ 分、正义村 １４３５􀆰 ５ 分、畅村 １４３５􀆰 ５ 分、贤友村 １１８８ 分。①

一个村庄的标准分数与将来的粮款负担量直接挂钩，代表了上级干部对该村经济水平的大致

评价，但同时它也是向村干部提出的一项工作指标。 如果村干部站在本村的立场上包庇隐瞒，或者

不能很好协调村中的利益关系，无法调查清楚村民们的财产状况，最终算出的负担分数就会与标准

分数相差甚远。 正是在村这一层级，合理负担工作遇到了最困难的阶段。 明确各家的负担份额牵

涉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而民众又不了解合理负担的规则，这使得在村内推行工作困难重重。 为了

帮助村干部顺利完成工作，办事处借鉴晋察冀根据地推行村合理负担的经验，推出了便捷、合理的

具体操作方法。
首先是划分经济区和设置标准地，将全村土地划为若干经济区，然后将其中代表性的地块确立

为标准地，以标准地的常年产量代表该经济区的产量水平。 在评议时，根据民户土地所处经济区以

及土地数量，即可算出应负担的粮食产量，这比直接调查收入容易很多。
其次是村民主评议，各村在整理过程中组建评议委员会，由村民选举产生，要求实行三三制，反

映村中各阶层的意见。 村中每户的土地数量、产量以及其他的资产和收入都要经过评议委员会评

议，评议完成后村干部将各户负担分数张榜公布，有异议者可以申请复议。 这一制度通过农民的相

互监督使得隐瞒收入更加困难。
即便如此，各村在工作中还是遭遇不少困难。 如第二区的下兴居村是沁源有名的富裕村庄，但

是最终负担分数只算出 １１００ 分，距离 ２９７０ 分的标准分数差得很远。 之所以没有达到标准分数，主
要原因是中共在该村的基础薄弱，没有得力的干部推动，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出现如下状况：（１）“将
经济区划多，故意压低产量”；（２）“一致说土地瘠薄、不出粮，将标准地最高产量定为小米 ０􀆰 ７ 石”；
（３）“选举评议员预先没有注意宣布组织条例，致全部为富农和地主所把持，十一个评议员，他们就

占了九个”；（４）“秦、王、关三姓虽然矛盾很深，但对其利害相同，因而一致团结、集体疵包、集体隐

瞒，如将全村土地不论好坏一律按八折”。②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邻近的王庄村和柏子村。 针对这种集体压低产量数字的问题，第三办事

处准备直接领导该区的工作，集中力量将这几个村的工作打通。 但岳北在 １９４１ 年 ９ 月遭遇日军

“扫荡”，第三办事处不得已将重心转移到反“扫荡”上，合理负担工作被搁置。 １１ 月第九专署成立

之后，沁源县已经划归太岳行署直辖，沁源县北面的绵上县成为专署的中心区域。 专署决定将主力

放在绵上县，帮助其彻底完成合理负担的整理，为全区的工作创造经验。
２􀆰 专署直接领导下的整理工作

绵上县从 １９４１ 年 ９ 月开始已经进行过一轮合理负担工作，但是“在领导上抓的不紧，县区级力

量没有使用在村，工作并未展开”。③ １１ 月 １５ 日反“扫荡”胜利总结会议上，第九专署又重新布置

工作，集中力量改善绵上县的合理负担工作。 在会议上，专署采用沁源县的做法，给绵上县的各行

８４

①
②
③

《第九专署一九四一年合理负担工作总结报告》（１９４２ 年），《太岳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下册，第 １０２９ 页。
《第九专署一九四一年合理负担工作总结报告》（１９４２ 年），《太岳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下册，第 １０３０ 页。
《第九专署一九四一年合理负担工作总结报告》（１９４２ 年），《太岳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下册，第 １０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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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村也确定了标准分数，并且决定由专署直接领导绵上县第二区的工作，其余各区则暂时由县长和

县财粮干部负责。
１１ 月 １６ 日，第九专署召集第二区各村村长、书记、财粮主任委员、村民代表开会讨论，检查各

村调查评议工作。 在各村的报告中，专署发现村干部对合理负担办法很不了解，没有抓住调查评议

的精神，为此专员侯振亚专门讲话动员，各村干部才认识到任务的紧迫。 会议过后，村干部们的工

作改进很多：“阳城村干部竟然三、四天通夜不睡觉来进行评议和计算分数，康家庄村干部决定带

吃喝，办不起合理负担不准下（村公所）。 这样吃苦耐劳的工作决心，甚为各村效法和奖励。”①然

而在其他村子热火朝天开展工作时，侯壁村却百般推辞，声称达不到标准分数，无法完成算分任务。
该村在第二区是第一等富足村，土地多、产量高，应该能算出比较高的负担分数，但村干部却极力陈

述工作的困难。 专署经过调查发现，该村评议员与村干部联合对抗政府，而民选的村长不愿意得罪

人，领导工作的县工会干部也不了解情况，导致工作中出现隐瞒土地、故意压低标准产量、村干部负

担分数低等状况。 为此，侯壁村的干部遭到专署严肃批评，并被责令限期完成算分工作。
经过专署的重点督促，第二区各村均完成了算分任务，且定分大多公平合理，侯壁村也大致算

出分数。 但绵上县其他区的工作状况依然不理想，调查评议过程中错误丛生，而且干部工作态度也

不积极，纷纷推说农民负担重，标准分数定得太高。 第九专署在全县初评检查会上对各区提出批

评，认为他们对财粮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仍然不够，没有全力去进行合理负担的工作。 然后又详细讲

解了绵上县第二区的经验，如何正确分派各村任务，在村内如何正确划分经济区、确立标准地以及

组织评议会等等。 经过专署的批评和动员，“县区干部星夜赶到自己原来所做工作岗位，彻底普遍

的在群众中做了思想动员”，在半个月内就完成了算分的工作：第一区完成 ２８５１５ 分（原定 ２８８３０
分），第二区完成 ２９３４５ 分（原定 ２９７５４ 分），第三区完成 ２７３０１ 分（原定 ２９２３３ 分），第四区完成

２２２２４ 分（原定 ２６６４７ 分），第五区完成 ２３９６１ 分（原定 ２５２４５ 分），第六区完成 ２４２１７ 分（原定 ３５３４３
分）。②

算出分数后，第九专署以合理负担分数为基础分派征收任务：“每分摊合理负担款 ０􀆰 ６６５ 元，全
县共摊洋 １７００９９􀆰 ３９ 元”，“每分摊公粮 ７􀆰 ６ 升，全县共摊公粮 １２５８２􀆰 ７８ 石”，“马料每分摊 １􀆰 １ 升，
全县共摊 １８２１􀆰 １９ 石”。 事实证明，经过整理合理负担运动之后，征收工作的情况有很大改善。 在

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县征得合理负担款 １１００７５􀆰 ４５ 元、公粮 １２２９０􀆰 ６７ 石、马料 １３２７􀆰 ８７ 石。 其中

“第一区完成 ９７％ ，第二区完成 ９９％ ，第三区完成 ８９％ ，第四区完成 ９３％ ，第五区完成 ９１％ ，第六区

完成 ８７􀆰 ３％ 。 全县完成 ９３􀆰 ２％ （弱）”。③

至此，第九专署主持的绵上县合理负担工作顺利完成。 对于第九专署的整理工作，有几点值得

注意。
第一，整理工作中的制度建设层面。 通过第九专署的总结报告可以看出，“算分”和“征收”显

然是两个层面的任务。 相对于征收工作，“算分”更多地意味着建立一套公平合理、常态化、稳定的

征收机制，确立基层的征收秩序。 在报告中，专署用大部分的篇幅论述如何领导各区各村算出合理

负担分数，如何通过划分经济区、设置标准地和运用民主评议的方式确立村中民户的负担份额。 相

比之下，真正的征收工作所占篇幅并不多，这说明了专署对建立征收秩序的重视。
第二，第九专署在推进合理负担时所体现的工作方式。 专署首先抓住整理合理负担这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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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第九专署一九四一年合理负担工作总结报告》（１９４２ 年），《太岳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下册，第 １０１７ 页。
《第九专署一九四一年合理负担工作总结报告》（１９４２ 年），《太岳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下册，第 １０１６、１０２０ 页。
《第九专署一九四一年合理负担工作总结报告》（１９４２ 年），《太岳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下册，第 １０２０—１０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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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把力量集中到整理工作上；其次充分动员，利用会议和检查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再次，深
入检查基层工作，细化到每一个村；最后，面向群众，注意向群众宣传政策，动员群众参与评议。 这

充分贯彻了太北财经会议所提出的工作精神。
第三，村干部在整理工作中的作用。 标准分数的压力直接针对村干部，村内调查评议的工作依

靠村干部组织和协调，工作不到位时第九专署首先批评的也是村干部。 可以说村干部是专署开展

农村工作的一个抓手，通过抓紧村干部，上级把各项工作贯彻到村庄内部。 从专署的报告看，在上

级的敲打下，大部分村庄都能认真执行调查评议，基层干部群体值得信赖。 基层良好的政治生态，
可能得益于之前村选运动、反贪污运动等对根据地乡村权力结构的改造。 而经过整理合理负担运

动的动员，村干部与上级的联系进一步得到强化。
（三）整理工作在太行、太岳根据地的全面展开及成效

１９４１ 年第九专署的重点整理区域主要是位于太岳根据地中心的绵上县，周边处于游击区的各

县，因为缺乏推行合理负担的客观条件，专署只在部分村庄进行了整理工作。 第九专署的状况在两

个根据地有一定代表性，在政权的中心地带，由于政府控制力强，环境相对稳定，可以采取集中领导

的方式，进行彻底整理。 而在其他区域，由于领导力量不够到位，地方干部工作上可能存在偏差。
至于边缘地区甚至敌占区，工作则比较困难，钱粮征收已属不易，遑论建立复杂的征收机制。 所以

合理负担工作进一步展开，一方面是争取把运用合理负担办法征收的区域逐渐扩大，另一方面是提

高工作质量，对工作不到位的区域加强领导，工作方法中不合理的地方加以改进。
１９４２ 年 ６ 月，太岳行署发出指示，提出“合理负担工作是一项细密的调查，繁重的组织工作，是

整个财政工作的中心环节”，要下定决心，组织好、动员好，做好这一项中心工作。 力争经过整理

后，根据区“各村都要经过详细的调查评议及按合理负担办法算出分数”，游击区“须将各村标准户

真正经过调查评议，依据合理负担办法计算分数，并依此进行一般户的评议”。 为此，行署要求各

专署和县成立中心工作委员会，专门领导合理负担工作。 太岳行署特别强调了村干部的作用，要
求各县加强训练，对他们做彻底的动员。 在宣传工作上，利用七七纪念大会动员群众，并利用小

学教员和民众团体展开宣传，使群众知道“公粮款都是按合理负担分数派的，将来取消田赋后所

有的款子完全要以分数来派，大家应当关心合理负担的分数”。 此外太岳行署改变了 １９４１ 年工

作中分配标准分数的做法，因为“去年分数已有一个梗概”，今年“先派粮款，让各村大胆的去做，
并保证不因分数多再加粮款”。① 这就把算分的主动权交给了各村，村民们在调查评议的过程中

可以充分发扬民主，不管最后算出的分数多高，上级只按照预先确定的负担份额征收粮款，并不干

涉算分的过程。
至于工作的展开过程是否如之前第九专署那样细致深入，由于缺少详细的工作报告，目前还不

能定论。 但是从太岳行署 １９４２ 年几个财政总结中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太岳根据地整理工作的大

致效果。 １９４２ 年《太岳区财政工作简报》中提道：“在太岳区实行合理负担已经三年。 前年开始实

行工作较差。 去年比前年进了一步。 今年干部们对合理负担更加了解熟悉，有些经验、办法，也更

加具体化。 而且人民对合理负担的了解认识也大有进步。”关于群众方面的反映，该简报称根据区

人民“对负担的办法原则都表现十分拥护，各阶层人士亦无不说很好……一般人民都是盼望县区

干部去，对专署人们更是欢迎，总说不是原则办法坏，而是担心村干部做不好”。 而在游击区，人民

认为“抗日政府之负担不但是办法对、合理，而在数目字上也不感到重”，只是条件太过困难，运输

０５

① 《太岳行署整理合理负担工作的指示》 （１９４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太岳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下册，第 １００８、１０１０、
１００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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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便利，无法向根据地缴纳负担。 这说明经过整理工作之后，农民的负担观念有很大提升。① 在

太岳行署该年的财政收支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征收的效果，１９４２ 年的各项收入中，“合理负担款是

比较容易完成的，完成程度约为百分之九十一”，作为对比，仍按老办法征收的另外一项重要收入

田赋，其完成度“按概算数一百万元说为百分之七十二”，“若按粮食实应征数一百三十万元说，只
完成百分之六十二”，“群众认为不如取消，干脆一律派到合理负担内，一次征收，比较省事，又公道

又恰当”。②

总体来说，按照太岳行署在回顾 １９４２ 年财政工作时所说的，“太岳在岳北沁源、绵上、安泽、沁
县等九县，已打下巩固的合理负担基础”③，同时，岳北根据地群众经过两年的整理工作，已经确立

起了正确的负担观念。 至于岳南新开辟的中条、晋豫地区，工作还未具体展开，所以整理的进度更

慢一些。
而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直接管辖的太行根据地，由于领导力量强，合理负担工作也在稳步推

进。 １９４０ 年第一轮整理工作后，太行各专区在 １９４１ 年秋冬季展开第二轮合理负担整理工作。 在

工作进行中，各县实际上是独立的工作单位，由于客观环境不同，以及各县对合理负担工作重视程

度的差异，其整理效果相差很大。 １９４１ 年的整理工作中，太行根据地中表现比较好的包括榆社、武
东、辽东、赞皇、平北、偏城等县，“耐心一村一村的调查，想了许多办法来打破包庇隐瞒弊病”，彻底

完成了调查评议工作。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四专区的平北县，该县不仅顺利完成算分和征收

任务，还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得到边区政府的表扬。④ 通过这份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平北县推

动工作的方式与第九专署很类似：充分动员干部队伍，将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村，县级干部全力监督

并帮助基层工作，同时利用各种手段动员农民参与，在全县造成执行合理负担的热潮。 在工作中，
大部分村子可在 ２０ 天内完成算分任务，并在随后 １０ 天内将公粮收齐，总共可在 １ 个月内收完合理

负担款项。⑤

不过在另外一些县，如第三专区的襄垣县和武东县，整理工作的效果并不理想，这从合理负担

款的征收情况就可以看出。 在整理工作比较好的地方，如绵上县和平北县，不仅调查评议制度能彻

底推行，合理负担征收效果也很好，往往能完成预算任务的 ９０％以上。 而襄垣县和武东县的合理

负担款分别只征得预算的 ２４􀆰 ２％及 ２５􀆰 ８％ ，说明这两个县的整理工作很不彻底，导致合理负担征

收遇到很多困难。 对于襄垣、武东等工作不到位的县，边区政府强调：“清丈调查评议定分，需要很

好的动员，必须有很好的组织与领导，这在目前特别重要。 黎城、平顺的经验是县长亲自掌握，每区

一个人领导，不下这样大的决心与本钱，便得不出一套准确数字。”⑥边区政府清楚地认识到，县级

政府的动员程度和工作方式很大意义上决定了整理的效果，所以在报告中给予县级干部更多的压

力，要求以模范县为标准改进工作作风。
１９４２ 年 ８ 月，太行区党委发出指示，再次推动合理负担的工作。 由于根据地总体策略的调

整，这次工作中又融入了发动群众和减租减息的内容。 区党委提出：“今年的财粮工作，应抓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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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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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岳区财政工作简报》（１９４２ 年），《太岳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下册，第 １０３６—１０３７ 页。 报告中提及 １９４２ 年 ７、８
月份的财政工作，故时间当在 １９４２ 年 ９ 月以后。

《太岳区一九四二年财政收支概况及财政任务完成程度》（１９４３ 年），《太岳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下册，第 ９６５ 页。
《太岳行署关于一九四二年财政工作的主要经验教训》（１９４３ 年），《太岳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下册，第 ９６８ 页。
《１９４１ 年度太行区财政总结》（１９４２ 年 １ 月），《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 １ 辑，第 ６６６ 页。 武东

和平北是全面抗战时期从旧武乡县、平顺县分离出来新成立的县。 辽东即辽县，为与新成立的辽西县区别称为辽东，１９４２ 年又改

名左权县。
《平北县合理负担整理经验》（１９４１ 年），《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 １ 辑，第 ８２５ 页。
《１９４１ 年度太行区财政总结》（１９４２ 年 １ 月），《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 １ 辑，第 ６６１、６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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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累进负担政策，发动基本群众，并联系发现与解决土地问题，以贯彻充分发动群众的方

针。”①有了之前两年的经验，此次的整理工作进展顺利，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到 １９４３ 年，“根据

各专区的统计，调查评议村占行政村（根据地）：一专区百分比为五十六点四六；二专区为五十七

点三八；三专区为九十点四二；四专区为八十六点一七；五专区为五十点五三；六专区为二十三点

四三。 全太行区已进行调查评议村庄百分比为六十五点八五”，并且“不论政策的贯彻与调查评

议的真实，均获得较大进步”。② １９４３ 年之后，太行根据地负担工作的重心转向推行统一累进税，
整理合理负担暂告一段落。 但是从基层工作看，其实二者的征收机制一脉相承，仍包括调查、评
议、算分等环节。

回顾两根据地三年多的整理合理负担过程，可以发现推行调查评议制度、改进基层征收工作一

直是根据地的核心诉求。 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太行、太岳根据地政府贯彻了太北财经会议提出的工

作方式，努力把整理合理负担做成一场群众性的运动，让尽量多的干部和农民参与其中。 从工作整

体的效果看，虽然有些地区领导不到位，整理效果不好，但是两根据地大部分地区成功改善了基层

征收工作，建立了一套新的征收机制。 从农民与根据地政权关系的角度看，在整理中以村庄作为基

本征收单位的做法，强化了村公所的功能，也强化了村干部和上级的联系。 以村公所和村干部为纽

带，太行、太岳根据地改善了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巩固了根据地政权的基础。 而农民在参与调查评

议的过程中，也逐渐了解根据地的负担政策，增强了对根据地政权的认同。

三、 从账本看太行、太岳根据地基层征收机制的运行

如上文所述，合理负担工作的重心是在基层建立征收机制，但目前为止相关史料主要来自边区

政府、行署、各专区以及县的层面，反映的主要是领导层的意志，难以展现基层工作的全貌，特别是

对于征收机制在基层的运转情况，由于缺乏具体资料，我们并不清楚其实际效果。 清华大学图书馆

所藏的一批全面抗战时期太行、太岳根据地村公所账本，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这些账本

主要包括村公所征收粮款记录、开支记录和村粮库的出入情况等，其中关于粮款征收的账本，正好

可以与官方文献相互印证，更全面地展现基层的征收状况。③

（一）账本与调查评议制度

太行、太岳根据地整理合理负担中最为核心的任务是在基层村庄推行调查评议制度，以彻底改

善基层征收工作的面貌。 那么经过整理工作之后，调查评议制度在村庄内执行得如何？ 在清华大

学图书馆馆藏的账本中，有一份题为《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廿六日立大岩编村移交清册》的文献，该
文献封面上盖有“左权县大岩村公所”印章，故可推断大岩编村即为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的大岩

２５

①

②

③

《晋冀豫区党委关于执行负担政策的指示》（１９４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

丛书之六———财政经济建设》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４２３ 页。
《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１９４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合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

（河南部分）》第 ２ 册，档案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５９ 页。
清华大学图书馆特藏部所藏民间账本分为 １１ 批次，数量大约 ２００ 份，账本内容的时间跨度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初期，地域涉及山西、河北、山东三省，主要为基层社会的各种文献。 本文利用的主要是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村公所的账本，
共有 ３ 批，总量约 ５０ 份，其中涵盖明子村、后沟村、额狮村等地，全面抗战时期主要属于太岳根据地，也有部分太行根据地的文件。
因文献入藏不久，未及归档编号，所以下文直接介绍文献内容，不加以具体注释。 关于本文所用的明子村账本，笔者曾到山西平遥

县卜宜乡明子村实地考察，账本所记民户在当地确实存在，多是现在村民的父辈和祖辈，账本真实性不存在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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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① 左权县在全面抗战时期隶属于太行根据地第三专区，而该清册例举了大岩村历年掌握的账

本和资料，其中不少账本与调查评议相关，可以展示该村全面抗战时期财粮工作的进展情况。 其中

部分内容见表 １：

表 １　 大岩村移交清册（部分）

年度 账本及资料类别

１９４２ 分数老账 １ 本、资产账 １ 本、收入老账 １ 本。

１９４３ 分数老账 １ 本、资产账 １ 本、收入老账 １ 本。

１９４４
统累税账表 １ 本、分数账 １ 本、资产账 ３ 本、收入账 ２ 本、分数新账 ３ 本、统累税具体问题 １ 本、
边区政报 １ 本、合理负担疑难汇解 １ 本、公债老账 ２ 本、粮食工作指示 １ 本、财粮分类总账 １
本、统累税公粮及公草收据 １ 本。

１９４５ 资产账 １ 本、收入账 １ 本、分数账 １ 本、分数表 １ 本、分数底账 １ 本、具体问题 １ 本。

１９４６
土地暂记账 ４ 本、土地产粮账 ４ 本、分数草账 ２ 本、收入账 １ 本、统累税总表 １ 本、具体问题 １
本、统累税查分表 １ 本、分数底账 １ 本、公粮收据 １ 本。

表 １ 所列的“资产账”“收入账”和“分数账”正是村干部进行调查评议工作的产物。 依据晋冀

鲁豫边区的合理负担条例，民户的资产和收入施行不同的累进原则，所以村干部对民户的资产和收

入分别进行调查统计，形成全村的“资产账”和“收入账”。 以此为基础，村评议会经过详细的调查

评议，得出每一户的合理负担分数，其结果制成“分数账”。 从清册的内容看，１９４２ 年到 １９４６ 年大

岩村每年都会出现新的“分数账” “资产账”和“收入账”，可见该村的调查评议工作一直在进行。
这说明经过整理合理负担之后，调查评议制度在该村已经确立起来，且运转情况良好。

大岩村所处的左权县在整理工作中属于较有成绩的地区，该县 １９４１ 年的合理负担工作就得到

了边区政府的肯定。 通过大岩村的清册，我们看到了左权县的整理工作在基层村庄产生很大影响，
在征收开始之前进行调查评议，成为大岩村每年的惯例。 大岩村的情况在太行根据地基层不是孤

例，因为在整理合理负担结束后，太行根据地每年征收统一累进税还是需要评议民户的资产和收

入，调查评议工作没有停止。 戎伍胜在 １９４６ 年谈及太行、太岳等根据地农村负担工作时就说道：
“对农民负担，最大一个问题，是每年征收额不能固定，影响生产情绪，今后应该有一改进，不然一

年一度评议，一年一次算账，也着实有些麻烦。”②可见 １９４６ 年之前每年评议算账在太行、太岳根据

地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大岩村比较特殊的地方，是调查评议之后形成了系统性的账本材料，为我们

观察基层征收工作提供了较好的样本。
（二）账本内容体现的新基层征收秩序

整理合理负担中最困难的一步是如何在村庄内部通过调查评议算出每户的负担分数，为此县

区和基层干部付出了大量的努力。 在得出负担分数之后，征收工作的进展就会顺利很多，各家的分

数清晰明了，征收多少粮款就有章可循，围绕“分数”，村庄内形成了新的秩序，这极大改善了基层

征收的状况。 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村公所资料中，有一批全面抗战时期太岳根据地平遥县明子

３５

①

②

大岩编村即为大岩村，“编村”为行政村之意，是阎锡山时期的说法，延续到了后来根据地时期。 该清册 １９４６ 年度后的内

容，因文章内容所限未予使用。
戎子和：《谈谈目前财政上的几个问题》（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２６ 日），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等编：《华北解放区

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２ 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１１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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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账本，记载了该村自 １９４０ 年开始村公所开支和粮款征收的情况，其中一些征收账目就是按照

负担分数组织编排的。
《第九专署一九四一年合理负担工作总结报告》中曾经提到，平遥县 １９４１ 年部署整理工作时

决定“第一区上庄、千庄、三岔口、黑城村。 第四区果则沟、明子村、上神南。 第七区滩河底、黄仓

村、苏家庄、雷家庄彻底进行调查评议，其余各村估计评议”。① 可以看出，明子村处于当时中共力

量较为巩固的地区，故计划彻底评议，但是可能由于战乱等原因，最终的整理结果，平遥县仅第一区

上庄村评议了部分农户，其他各区的目标都没有完成，也包括第四区的明子村。 １９４２ 年，太岳行署

再次在全区推动合理负担工作，７ 月 ２０ 日到 ９ 月 １５ 日为整理工作进行期，９ 月 １６ 日到 １０ 月 １０ 日

为征收任务完成期。
关于明子村在 １９４２ 年整理中的调查评议情况， 可参考 《民国三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１９４３􀆰 ７􀆰 １６）立征收地方款账》。②

表 ２　 明子村 １９４３ 年征收地方款账（部分）

户名 分数 地方款 征收情况

杜守和 ３ 分 ２ １６ 元 七月初五收洋 ４ 元 ８ 毛，廿二日收洋 １２ 元 ２ 毛，清。

杜显峻 ２ 分 ８ １４ 元
七月廿九日收洋 ５ 元 １ 毛，八月初一日洋 ５ 毛（公债票顶），十二月廿

四日收洋 ８ 元 ４ 毛，清。

杨世深 ２ 分 １０ 元 七月初四日收鞋料洋 １０ 元，清。

杨世益 ２ 分 １０ 元 七月初七日收洋 ８ 元，廿五日收洋 ２ 元，清。

杜振富 ２ 分 ２５ １１ 元 ２５ 七月初四日收洋 ７ 元 ９ 毛，初七日收 ３ 元 ３ 毛 ５，清。

杜振财 １ 分 ７５ ８ 元 ７５ 十一月初四日收洋 ８ 元 ７ 毛 ５ 分，清。
　 　 说明：账本中杜守和一栏实征款比地方款多 １ 元。

从表 ２ 可见，地方款按照各户分数多少征收，且账本中大致按分数排列，分数高的户靠前，分数

低的靠后。 账本里的分数无疑是明子村进行调查评议的结果，问题在于这是哪一年评定的分数。
太岳行署 １９４３ 年 ８ 月对于合理负担工作曾有一份指示③，其中解答了关于调查评议的若干技术问

题，可以推断，太岳根据地的各村此时应当在开展新一轮的调查评议工作。 上文这份 １９４３ 年 ７ 月

征收地方款的账本，应当是按照 １９４２ 年调查评议的分数进行征收的。
明子村另一份题为《民国三十二年七月廿五日（１９４３􀆰 ８􀆰 ２５）立征收县派地方款账》的账本同样

是按照负担分数编排，这份账本中已经采用了重新评定的分数。 具体内容见表 ３。
在 １９４３ 年 ８ 月 ２５ 日，明子村应当完成了当年负担分数的评定，开始按照新的分数征收县派地

方款。 表 ３ 中分数的数字比 １９４２ 年增长了很多，但是派款增加有限。 这可能是因为 １９４２ 年初次

评议只是试验，没有彻底估算各户的财产，第二次评议估算更彻底，具体原因暂时无从得知。 重新

评议的分数同样被用于其他征收项目，在题为《民国三十二年十月初五日（１９４３􀆰 １１􀆰 ２）立征收地方

４５

①
②

③

《第九专署一九四一年合理负担工作总结报告》（１９４２ 年），《太岳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下册，第 １０２５ 页。
此份账本篇幅较长，有数十页内容，记载了村内每一户的分数和征收状况，因材料内容相似度较高，本文仅列举账本前 ６

户的记录，下文中使用的几份明子村账本均有这样的情况，所以都只展示账本开始部分比较有代表性的内容。 地方款是 １９４２ 年

后根据地确定的一个收入项目，主要用于县以下的区和村政权的开支，由县统收统支，“县派地方款”即地方款之意。 原账本用阿

拉伯数字标示“１９４３􀆰 ７􀆰 １６”，应为阳历日期，下文的两份账本也是相同的情况。
《太岳行署关于合理负担问题之确定》（１９４３ 年 ８ 月），《太岳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下册，第 １０４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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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面账》①的账本中，各户征收粮食的数目便是由这一分数决定的。 这从账本上前 ６ 户派面的数目

可以看出：杜守和，派面 ２０ 斤；杜显峻，派面 １８ 斤半；杜显法，派面 １８ 斤 ４ 两；杜培恩，派面 １３ 斤；
杜清国，派面 １４ 斤 ４ 两；杜清广，派面 １３ 斤。

该账本中的排列顺序与县派地方款账完全相同，各户摊派粮食的比例与前一份账本的分数比

例也大致相当，其中虽然没有列出分数，但粮食实际上是按照 ８ 月评定的负担分数摊派的。 从明子

村 １９４３ 年的征收记录我们可以看到负担分数在基层确立的征收秩序。

表 ３　 明子村 １９４３ 年征收县派地方款账（部分）

户名 分数 派款 征收情况

杜守和 ３９ 分 ６８ ２３ 元 ８１ 八月初一日收洋 ９ 元 ５，又收存洋 ８ 毛，初六日收洋 １３ 元 ５，清。

杜显峻 ３８ 分 ２ ２２ 元 ３５ 八月初五收军鞋洋 １８ 元，十二月廿四收洋 ４ 元 ３５，清。

杜显法 ３６ 分 ４４ ２１ 元 ９ 八月初二收洋 １０ 元，初三收洋 ３ 元 ４，十二月十三日收洋 ８ 元 ５，清。

杜培恩 ２８ 分 ２ １６ 元 ９５ 八月初二收洋 １０ 元 １ 毛，初三收洋 ６ 元 ８５，清。

杜清国 ２８ 分 ６８ １７ 元 ２ 八月初二收洋 ４ 元 ５ 毛，十二月廿四日收洋 １０ 元 ７ 毛，清。

杜清广 ２６ 分 ２４ １５ 元 ７５
八月初一收洋 ５ 元，初三收洋 ７ 元 ７，十一月十一日收春耕贷款账洋 ８
毛 ５，欠 ２ 元 ２。

　 　 说明：账本中杜清国一栏实征款比派款少 ２ 元。

关于明子村 １９４４ 年征收工作的相关记录，目前只有一份《民国三十三年五月十九日立征收军

鞋摊款账》，其中没有列出各户的负担分数，只有摊款数额，各户的排序与上面两份账本也不同。
按照太岳根据地对 １９４６ 年军鞋工作的总结②，军鞋摊款按照合理负担分数征派，用摊款统一采买

材料，由村妇织成布鞋。 但是军鞋是 １９４３ 年太行、太岳根据地新推出的负担项目，在开始时各地处

理的方式可能不同，所以征收方式也不确定。
在明子村 １９４５ 年的三份账本《民国三十四年五月十二日立征收夏粮麦子账》《民国三十四年

十月廿一日立征收公粮账》和《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廿七日立征收马料账》中出现了完全相同的计分

系统，表 ４ 为三份账本关于同一民户负担分数和派粮款数的记载：

表 ４　 明子村 １９４５ 年征收夏粮麦子账、公粮账、马料账（部分）

户名 夏粮麦子账 公粮账 马料账

杜清恒 ６ 分 ２２，派麦子 ８ 斤 １２ 两。
６ 分 ２２，派公粮 ３４８ 斤 ５ 两，地方公

粮 ９９ 斤 ９ 两。
６ 分 ２２，派马料 ２３ 斤 ５ 两。

杜显峻 ４ 分 ９２，派麦子 ６ 斤 １５ 两。
４ 分 ９２，派公粮 ２７５ 斤 ９ 两，地方公

粮 ７８ 斤 １２ 两。
４ 分 ９２，派马料 １８ 斤半。

杜忠德 ４ 分 ２２２，派麦子 ５ 斤 １５ 两。
４ 分 ２２２，派公粮 ２３６ 斤 ７ 两，地方

公粮 ６７ 斤 ９ 两。
４ 分 ２２２，派马料 １５ 斤 １４ 两。

杨世涌 ４ 分 ０１６，派麦子 ５ 斤 １０ 两。
４ 分 ０１６，派公粮 ２２５ 斤，地方公粮

６４ 斤 ４ 两。
４ 分 ０１６，派（马料）１５ 斤 １ 两。

５５

①
②

“地方派面账”就是地方粮账，当地以面指称粮食，地方粮与地方款性质相同，主要供给县以下的区和村政权的粮食开支。
《太岳区军鞋工作经验总结》（１９４７ 年 ２ 月），《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２ 辑，第 １１７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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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４ 所列，三份账本中同一户的分数相同，户与户的排列顺序也没有发生变化。 按照负担

分数，每户被摊派了相应数目的夏粮、公粮和马料。 １９４５ 年各户负担分数与 １９４３ 年的数字不同，
期间应该经过重新评定。 该年从农历五月到十月分数没有变化，评分工作可能进行得较早。

从明子村三个年度的征收记录可以看出，调查评议制度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坚决的贯彻。 不

仅粮款按照负担分数征派，而且每年的分数都不同，说明评议定分一直在进行。 并且从其中涉及征

收结果的记录看，大部分粮款都及时收清，很少有收不上来的情况，这说明征收工作的效率很高。
在抗战末期的材料中，出现了所有征收工作都围绕负担分数进行的现象，这说明基层已经有了良好

的征收秩序，以往征收混乱的状况有很大改观。
明子村的征收工作从一个个案反映了太行、太岳根据地的征收情况。 该村每年征收工作前进

行调查评议，各户每年的负担分数都有不同。 此外，该村征收工作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按照每

户的负担分数摊派和征收相应的粮款，当时在太行、太岳根据地被普遍推行。 如上文所述，１９４１ 年

绵上县算出负担分数后，就将全县合理负担款、公粮、马料都按照分数摊派到各村各户，太岳行署在

１９４２ 年整理工作中也向农民宣传所有公粮、款都要按负担分数征派。 结合上述明子村等地征收工

作的情况，可以看出整理合理负担确实改善了太行、太岳根据地的基层征收工作，确立了新的征收

秩序。

结　 语

经过三年多的整理工作，太行、太岳根据地成功在基层村庄建立起调查评议制度，基本确立了

基层征收的秩序。 大岩村和明子村的账本，也表明该制度在基层运转较好，政府的征收行为合理有

序，征税的效率很高。 不过，整理合理负担的意义超出了单纯财粮工作的范畴。 经过整理工作，根
据地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之前农民不了解合理负担，也不愿意参加调查评议，中
共通过基层干部耐心做农民的工作，使他们逐渐参与到评议工作中。 并且通过最终征收效果的呈

现，让农民认识到新税则的公平、合理，从而激发起农民的热情。 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其实已经被初

步动员起来，对于根据地政府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改观。
另一方面，根据地政府推行政策的方式同样值得注意。 作为一项税收，合理负担本来由阎锡山

提出，但是其“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累进负担原则在阎锡山统治下却从未真正实行，而成为一种

额外的摊派，征收十分混乱。 反倒是在抗日根据地，经过一番彻底整理之后，合理负担才真正实现

了当初的意图。 为什么中共成功做到了这一点？ 问题的答案可能藏在中共自身。 本文在论述中一

再强调太行、太岳根据地工作方式的问题，而只有中共的政权才能在工作中如此广泛地动员干部，
如此密切地联系群众，如此深入到每一个村庄，同时还讲究力量的使用和工作的策略。 整理合理负

担的事例提示我们，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成功，离不开其自身的主动性，同时也离不开其独特的政治

文化。

〔作者李叶鹏，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王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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